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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蜀吴三国货币政策优劣的历史比较

朱安祥❋

　 　 摘　 要： 汉末以降， 五铢钱制度遭受了严重破坏。 在此背景之下，
三国对峙政权采用了完全不同的货币政策。 北方曹魏统治者延续使用两

汉以来形成的五铢钱制， 先是恢复五铢钱的流通， 后又于太和元年

（２２７） 发行了新钱作为补充。 与之同时， 屯田、 赋税改收实物等经济

措施的颁布， 也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国内经济的困境。 相比而言， 蜀汉

统治者在 “军事优先型经济体系” 背景下， 制定了发行虚值货币的办

法， 这种以变相掠夺手段为国家积聚财力的货币政策， 不仅扰乱了市场

经济， 而且带给人民群众沉重的财政负担。 孙吴统治者更是将虚值货币

政策发挥到了极致， 最终也导致本国货币政策的全面失败。 曹魏货币政

策全面领先于南方蜀、 吴政权， 这也为曹魏政权最终统一北方奠定了经

济基础。
关键词： 魏蜀吴　 五铢钱　 货币政策　 通货膨胀

自秦汉以来， 铜钱在社会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并逐渐成为

国家主要使用的支付手段之一。 东汉近二百年中， 五铢钱有持续减重现

象， 加之货币总量不断增加， 社会经济中长期存在通货膨胀。① 初平年

间， 董卓铸造劣质小钱， 原有的货币制度被破坏殆尽， 这不仅是东汉统

１

❋
①

朱安祥， 历史学博士，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货币史。
关于东汉时期通货膨胀的具体情形， 台湾学者陈彦良已经有过详细的论述， 读者可参看

陈彦良 《东汉长期通货膨胀———兼论 “中古自然经济” 的形成》， 新竹： 《清华学报》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 第 ６６９ ～ ７１４ 页。



治者长期实行货币贬损政策的必然结果， 而且成为此后三四百年间货币

混乱的开端。 面对社会经济中长期存在的各类矛盾与冲突， 之后陆续建

立的三国对峙政权不得不依据自身国内环境采取不同的货币政策， 是继

续坚守两汉五铢钱制， 还是在日益激烈的战争背景下寻求新的出路？ 在

多种货币政策的关照下， 谁又会最终走向成功？ 这都是学界长期以来所

忽视的研究领域。 基于此， 本文以魏、 蜀、 吴政权的货币政策作为切入

点， 详细讨论统治者制定货币政策的社会背景与深层内涵， 利用比较视

域的方法， 全面探索货币政策的演变过程， 最终对三方货币政策进行客

观评价。

一　曹魏：力图恢复五铢钱制

建安元年 （１９６）， 曹操迁献帝都许， 改元建安， 标志着曹氏政权

的实质建立。 曹操掌握朝政之后， 于建安十三年 （２０８） 出台了首个货

币政策， 《晋书》 卷二六 《食货志》 记载：

及献帝初平中， 董卓乃更铸小钱， 由是货轻而物贵， 谷一斛至

钱数百万。 至魏武为相， 于是罢之， 还用五铢。 是时不铸钱既久，
货本不多， 又更无增益， 故谷贱无已。①

从上述史料中可以看出， 董卓铸造的小型钱币引起极端的物价上涨， 特

别是粮价， “谷一斛至钱数百万”， 这种由货币贬值带来的恶性通货膨

胀不仅会对社会经济产生破坏性影响， 同时也造成了市场混乱， 史书云

“自是后钱货不行”②。 “至魏武为相， 于是罢之， 还用五铢”， 这便是曹

魏首个货币政策的基本内容， 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 一是停止使用董卓

小钱， 二是恢复旧有的五铢钱使用制度。
众所周知， 建安十一年 （２０６）， 曹操基本统一北方； 十三年， 兵

２

①
②

（唐） 房玄龄等： 《晋书》 卷二六 《食货志》，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 第 ７９４ 页。
（晋） 陈寿： 《三国志》 卷六 《魏书·董卓传》， （南朝宋） 裴松之注，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第 １７７ 页。 本文所引 《三国志》 均出自中华书局本， 后不赘述。



败赤壁， 同年 “汉罢三公官， 置丞相、 御史大夫。 夏六月， 以公为丞

相”①。 既然是 “至魏武为相， 于是罢之”， 那么董卓小钱被废止的具体

时间应该在建安十三年。 董卓钱发行之初， 对社会经济所产生的破坏性

影响就已经十分明显， 曹操掌权之后， 并未立即下令废止， 反而任其流

通长达十七年之久， 直到建安十三年才宣布停用。 笔者个人以为， 董卓

钱能够长期流行且未被及时废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 在董卓发行货币之前， 无论是东汉早期的长安地区②， 还是

中晚期的全国区域范围， 市场上已经开始出现数量众多的减重钱， 尤其

是像 “剪轮钱” “綖环钱” 这样的恶钱， 考古发掘中都曾大量发现。 当

时整个社会经济环境日趋恶化， 盗铸、 剪凿现象猖獗， 劣质钱币逐渐在

流通中占据主要地位，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董卓小钱被市场使用者

所接受， 从而实现其流通、 支付功能。
其次， 董卓钱发行量小、 影响区域有限也是曹操未能足够重视的原

因。 从初平元年 （１９０） 二月 “徙天子都长安”， 到三年 （１９２） 被吕布

所杀， 董卓铸钱的时间本身就不长， 而且在此期间政治混乱、 战争不

止， 恐怕董卓也没有足够精力去集中铸钱， “是时不铸钱既久， 货本

不多” 也充分说明董卓钱的发行量本身就不大。 虽然这种小钱质量低

劣、 价值灌水， 但毕竟发行量有限， 引起物价上涨的区域可能也仅仅

局限于长安、 洛阳等地， 史书记载刘虞所据之幽州地区依然物价

平稳。③

最后， 曹魏统治者制定的相关政策， 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董卓钱

对市场的破坏。 建安元年 （１９６）， 曹操采用枣祗、 韩浩等人建议， 在

许昌地区招募农民， 始兴屯田， “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 得谷百万

３

魏蜀吴三国货币政策优劣的历史比较

①
②

③

《三国志》 卷一 《魏书·武帝纪》， 第 ３０ 页。
《后汉书》 卷四一 《第五伦传》 记载： 建武十六年 （４０） 五铢钱发行之后， “时长安铸钱

多奸巧， 乃署伦为督铸钱掾， 领长安市”。 （南朝宋） 范晔： 《后汉书》 卷四一 《第五伦

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５， 第 １３９６ 页。
《后汉书》 卷七三 《刘虞传》 记载， “虞务存宽政， 劝督农植， 开上谷胡市之利， 通渔阳

盐铁之饶， 民悦年登， 谷石三十”。 （南朝宋） 范晔： 《后汉书》 卷七三 《刘虞传》， 中华

书局， １９６５， 第 ２３５４ 页。



斛”①。 随着此后屯田的规模与区域不断扩大， 国内的粮食储备日渐丰

盈， 这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十分重要。 曹魏屯田主要分为军屯与民屯两种

形式， 军屯的收获物全部上缴国家， 而民屯实行官六民四的租佃制度，
虽然二者各有自己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 但土地均为国家所有， 属于

封建国有土地制的一种形式。② 此时， 由于国家掌握土地的实际使用

权， 军队直接参与管理， 市场运作的形式被弱化， 官营经济的强度显著

提升， “在这样的环境中， 市场交易的空间被压缩了， 货币的使用机会

相对减少， 因而钱币的铸造变得不那么迫切”③。 与之同时， 建安五年

（２００）， “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 又收租税绵绢”④。 建安九年 （２０４），
魏武下令： “收田租亩四升， 户出绢二匹、 绵二斤而已， 他不得擅兴

发。”⑤ 我们知道， 两汉时期的田租属于只确定征收比例而不确定每亩

租量的定率田租制， 具体征收数量是按照亩产量的 １ ／ ３０ 计算， 亩产越

高， 田租越多， 反之则少； 而且除了田租以外， 还有刍、 稿等田亩附加

税， 并且以钱币折纳。⑥ 曹魏政权制定了只确定田亩多少， 而不计算产

量高低的定额田租制， 并且均以实物缴纳， “他不得擅兴发” 表明除田

租之外亦无其他杂税。 田租征收实物， 抵制了恶钱的流通， 保障了社会

经济能够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正常运转。 由此看来， 曹魏政权所制定的

经济政策很大程度上压缩了货币流通渠道， 降低了恶钱的破坏性影响，
在以争夺战争作为国家首要政策的环境下， 货币改革显得不十分必要，
董卓小钱也就未能及时地废止。

此次曹操废除董卓小钱， 恢复五铢钱的使用， 应该是受到荀悦货币

思想的影响。 荀悦于建安元年 （１９６） 被曹操征辟入府， 历任黄门侍

郎、 秘书监、 侍中等职。 建安十年 （２０５）， “时政移曹氏， 天子恭己而

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三国志》 卷一 《魏书·武帝纪》， 第 １４ 页。
高敏： 《关于曹魏屯田制的几个问题》， 《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 第 ２７ ～ ５６ 页。
陈彦良： 《通货紧缩与膨胀的双重肆虐： 魏晋南北朝货币史论》， 新竹： 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３０ 页。
《三国志》 卷一二 《魏书·何夔传》， 第 ３８０ 页。
《三国志》 卷一 《魏书·武帝纪》 注引 《魏书》， 第 ２６ 页。
韩连琪： 《汉代的田租口赋和徭役》， 《文史哲》 １９５６ 年第 ７ 期， 第 ５０ ～ ５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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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悦志在献替， 而谋无所用， 乃作 《申鉴》 五篇”①。 在其中 《时

事》 篇一文中， 荀悦提出了恢复五铢钱的主张：

或问货。 曰： “五铢之制宜矣。” 曰： “今废， 如之何？” 曰：
“海内既平， 行之而已。” 曰： “钱散矣， 京畿虚矣， 其势必积于远

方。 若果行之， 则彼以无用之钱， 市吾有用之物， 是匮近而丰远

也。” 曰： “事势有不得， 官之所急者谷也。 牛马之禁， 不得出百

里之外。 若其他物， 彼以其钱， 取之于左， 用之于右， 贸迁有无，
周而通之， 海内一家， 何患焉？” 曰： “钱寡矣。” 曰： “钱寡民易

矣。 若钱即通而不周于用， 然后官铸而补之。” 或曰： “收民之藏

钱者， 输之官， 牧远输之京师， 然后行之。” 曰： “事枉而难实者，
欺慢必众， 奸伪必作， 争讼必繁， 刑杀必深。 吁嗟纷扰之声， 章乎

天下矣， 非所以抚遗民， 成缉熙也！” 曰： “然则收而积之与？”
曰： “通市其可也。” 或曰： “改铸四铢。” 曰： “难矣。” 或曰：
“遂废之。” 曰： “钱实便于事用， 民乐行之， 禁之难。 今开难令以

绝便事， 禁民所乐， 不茂矣。” 曰： “起而行之， 钱不可， 如之

何？” 曰： “尚之废之， 弗得己， 何忧焉？”②

这段并没有见于正史记载的文字， 对于研究曹操恢复钱币流通的历史背

景十分珍贵。 由上述引文可知， 荀悦一方面认为当时海内平定， 是恢复

钱币流通的好时机。 但是另一方面担心出现军用物资外流的危机， 甚至

认为会出现 “彼以无用之钱， 市吾有用之物” 的情况。 这就充分说明，
在曹魏政权统治地区， 各地的商品交换基本采用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
正如我们前面列举到的， 赋税、 田租之缴纳皆用实物； 而且在国内尚未

实现完全统一的状态下， 战争可能会随时发生， 铸钱所需要的金属铜

材， 属于重要军用物资。 在统治者看来， 不应该把有限的资源放在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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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后汉书》 卷六二 《荀悦传》， 第 ２０５８ 页。 关于 《申鉴》 的成书时间， 可参考赵国华

《 〈申鉴〉 成书时间考———兼论 〈后汉纪〉 的史料价值》， 雷依群、 徐卫民主编 《秦汉研

究》 （第一辑）， 三秦出版社， ２００７， 第 ９４ ～ ９９ 页。
（东汉） 荀悦： 《申鉴》， 中华书局， １９５４， 第 １２ 页。



钱币之用途上， 物资远比金属钱币重要。
对于恢复钱币之后所产生的物资外流问题， 荀悦主张限制粮食与牛

马， 其他物资则可任意流通。 面对国家货币总量不足的窘迫， 有人建议

可由地方政府回收民间储藏的钱币， 并将其统一输送至京师， 这也与

《晋书·食货志》 中 “是时不铸钱既久， 货本不多” 之记载相合， 而荀

悦认为此办法缺乏可操作性， 也会引起民怨沸腾， “事枉而难实”。 于

是又提出改法定重量五铢为四铢的建议， 最终也没有获得荀悦的认同。
荀悦所建议的货币政策本身就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首先， “海内既

平” 的政治基础并未牢固， 虽然此时曹操已基本击垮了北方各大割据

势力， 但是仍然面临 “天下虽未悉定， 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① 的

任务， 此时发行货币的条件并不成熟； 其次， 开炉铸行新钱， 或是制定

政策严厉打击盗铸现象， 均要求国家投入大量人力、 物力作为保障， 而

这对于当时正积极备战的曹操来说显然是力所不及的。② 从双方最后的

辩论中， 我们可以看到， 尽管荀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 但仍然没有

被采纳， 曹操此次罢小钱、 还用五铢只不过是恢复了原有的五铢钱流通

制度， 并没有铸造新的钱币。③

关于恢复五铢钱使用的时间， 史籍中同时存在另外一种观点。 《三
国志》 卷二 《魏书·文帝纪》 曰： “ （黄初） 二年 （２２１） 春三月， 初

复五铢钱。”④ 《资治通鉴》 卷六九 “文帝黄初二年” 条补充道： “初复

五铢钱。 汉献帝初平元年， 董卓坏五铢钱， 今复之。”⑤ 按照这种说法，
自从初平元年 （１９０） 董卓破坏五铢钱之后， 直到魏文帝黄初二年， 才

恢复了东汉以来的五铢钱制度， 这就比 “魏武为相， 还用五铢” 的时

间晚了整整 １３ 年。 日本学者柿沼阳平解释此次 “初复” 的含义为：

６

①
②

③

④
⑤

《三国志》 卷一 《魏书·武帝纪》， 第 ２８ 页。
朱成实： 《魏晋南北朝恶钱研究———兼及实物货币的流通及其质劣化》， 博士学位论文，
上海师范大学， ２０１６， 第 １８３ 页。
也有学者认为此次铸造了新的钱币， 见罗伯昭 《汉献帝钱》， 《泉币》 １９４４ 年总第 ２３ 期，
第 ７ ～ ８ 页。 但是， 罗氏并没有列举充分可信的史料， 而且从目前来看， 也无任何出土材

料印证其观点， 故不可信。
《三国志》 卷二 《魏书·文帝纪》， 第 ７８ 页。
（宋） 司马光： 《资治通鉴》 卷六九 《魏纪一》 “文帝黄初二年” 条， （元） 胡三省注，
中华书局， １９５６， 第 ２１８５ 页。



“东汉末董卓小钱在洛阳、 长安流通， 而且五铢钱在其他的地域流通，
但是从文帝期在魏领域里把五铢钱进行流通。”① 可见柿沼氏理解黄初

二年的 “初复” 行为应包括两层含义： 魏文帝先是在魏国所统辖的长

安、 洛阳两地停罢董卓小钱的流通， 然后在整个魏国的领域范围内重新

确立了五铢钱的使用制度。 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 从考古出土材料来

看， 除了洛阳、 长安地区之外， 很多地域曾出土董卓小钱， 例如四川威

远县出土的蜀汉钱币中就混杂有 １４５ 枚董卓钱②， 可见董卓钱并不仅仅

局限流通于洛阳、 长安两地。 另外， 柿沼氏也没有对五铢钱究竟恢复于

何时这一问题进行具体解释。
笔者认为史书中两种恢复五铢钱时间的记载都是正确的。 曹操称相

之时， 董卓钱已经流通了 １７ 年之久， 曹操对这种劣质钱币所带来的破

坏性影响十分清楚， 于是在 “海内既平” 之时宣布停止使用这种钱币，
恢复五铢。 但是， 正如 《申鉴》 中记载的那样， 曹操担心恢复钱币使

用之后， 其他国家会出现 “彼以无用之钱， 市吾有用之物， 是匮近而

丰远也” 的情况。 因此， 尽管曹操宣布恢复使用五铢钱， 但实际上国

内仍然重视实物交换， 这种以布、 帛为主的实物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物

资。 文帝曹丕继位之后， 三国之间大规模的战争逐渐减少， 统治者大都

重视恢复经济， 此时国内 “不铸钱既久， 货本不多， 又更无增益， 故

谷贱无已”， 由于市场上长时间没有货币参与流通， 逐步显现各种问

题， “钱贵谷贱” 便是其之一， 因此文帝不得不在黄初二年 （２２１） 再

次重申恢复五铢钱的重要性。
自黄初二年春三月恢复五铢钱起， 仅仅过了 ７ 个月， 文帝曹丕便再

次修改货币政策， “冬十月……以谷贵， 罢五铢钱”③。 《晋书》 卷二六

《食货志》 进一步补充道： “魏文帝罢五铢钱， 使百姓以谷帛为市。”④

关于此次停罢五铢钱的原因， 史书认为是谷贵。 彭信威解释道：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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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日〕 柿沼阳平： 《三国时期曹魏的税制改革和货币经济质变》， 李凭、 梁满仓、 叶植主编

《中国三国历史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第 ２０７ 页注释 ３。
莫洪贵： 《四川威远出土大量 “直百五铢” 钱》， 《文物》 １９８１ 年第 １２ 期， 第 ５１ 页。
《三国志》 卷二 《魏书·文帝纪》， 第 ７８ 页。
（唐） 房玄龄等： 《晋书》 卷二六 《食货志》，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 第 ７９４ 页。



天灾使粮食的缺乏而价格上涨， 货币数量又不够， 因而恢复实物经

济。”① 笔者基本同意这一观点， 依据当时情况而言， 如果是物价普遍

上涨， “百物皆贵”， 其原因则为货币供应总量过大， 使购买力降低，
造成钱贱现象。 相反， 如果百物之中， 唯有谷贵， 应该就是谷的供应

不足所导致的。 至于黄初二年， 是否发生了天灾， 史籍中缺乏明确

记载。
当面对物价上涨之时， 政府选择不铸钱， 或是改铸大钱， 可以说是

三国时期最常见的货币政策。 这种货币政策可以从东汉时期找到历史渊

源， 《晋书》 卷二六 《食货志》 载云：

及章帝时， 谷帛价贵， 县官经用不足， 朝廷忧之。 尚书张林

言： 今非但谷贵也， 百物皆贵， 此钱贱故尔。 宜令天下悉以布帛为

租， 市买皆用之， 封钱勿出， 如此则钱少物皆贱矣……桓帝时有上

书言： 人以货轻钱薄， 故致贫困， 宜改铸大钱。 事下四府群僚及太

学能言之士。 孝廉刘陶上议曰： 臣伏读铸钱之诏， 平轻重之义……
愿陛下宽锲薄之禁， 后冶铸之议也。 帝竟不铸钱。②

可以看到， 东汉章帝时曾出现 “百物皆贵” 的情形， 尚书张林认为引

起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钱贱， 故应减少货币供应量， “悉以布帛为

租， 市买皆用之”。 为了维持货币的购买力， 减少供给便成了当务之

急， “封钱勿出”， 使市场上的货币总量减少， 这样便达到 “物皆贱”
之目的。

减少钱币供给数量确实可以降低物价， 但货币流通必须与商品流通

的需要保持一致， 不能单纯为了降低物价水平而减少钱币的流通数量。
张林没有提出取消钱币的使用， 却又主张买卖皆用谷帛， 这实际上是用

布、 帛等实物来代替货币的部分职能。 两种货币并行， 除非保持这两种

货币的价值比例不变 （这在封建社会中是很难做到的）， 不然的话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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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彭信威： 《中国货币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７， 第 １４０ 页。
（唐） 房玄龄等： 《晋书》 卷二六 《食货志》，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 第 ７９３ ～ ７９４ 页。



增加商品流通的混乱。① 单就这一点来看， 曹丕制定的 “罢五铢钱， 使

百姓以谷帛为市” 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此次实行的实物货币政策使铜钱完全丧失了货币职能， 同时也带来

了一系列相关的社会问题， 至魏明帝时期日渐显露， 史载：

至明帝世， 钱废谷用既久， 人间巧伪渐多， 竞湿谷以要利， 作

薄绢以为市， 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 司马芝等举朝大议， 以为用

钱非徒丰国， 亦所以省刑。 今若更铸五铢钱， 则国丰刑省， 于事为

便。 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 至晋用之， 不闻有所改创。②

由于 “钱废谷用既久”， 民间市场上逐渐出现 “湿谷” “薄绢” 等投机

行为， 湿谷、 薄绢之类不仅降低了物品的使用价值， 也使布、 绢的购买

力变小。 从 “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 可以看出， 这种情况绝对不是一

部分人的小众行为， 而是属于有大多数人共同参与的社会活动， 并且越

发猖狂， 不能禁止。
司马芝等人认为恢复五铢钱有三大好处： 一是可以增加国家的财

富， 即 “国丰”； 二是减少对违法作弊者的刑罚， 即为 “刑省”； 三是

给商品交换带来便利。 这些建议是十分有益的， 既有利于社会经济之发

展， 又缓和了社会主要矛盾， 故魏明帝曹叡听取了他们的建议， 于太和

元年 （２２７） 夏四月铸造了新的五铢钱， 并且沿用至晋初， “至晋用之，
不闻有所改创”③。 此后， 曹魏政权再无新的货币政策出台， 尽管有学

者认为曹魏五铢发行之后， 当时市场流通的钱币仍以前代通货为主，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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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 “如果两种商品， 例如金和银， 同时充当价值尺度， 一切商品就会有两种不

同的价格表现， 即金价格和银价格； 只要金和银的价值比例不变， 那末这两种价格就可

以安然并存。 但是， 这种价值比例的任何变动， 都会扰乱商品的金价格和银价格之间的

比例， 这就在事实上证明， 价值尺度的二重化是同价值尺度的职能相矛盾的。” 他进一步

举出例子： “从爱德华三世起到乔治二世时期， 英国币制史经历了一连串的混乱， 其原因

是法定的金银价值比例同金银价值的实际变动不断发生冲突。” 参见马克思 《资本论·第

一卷》，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５， 第 １１４ ～ １１５ 页。
（唐） 房玄龄等： 《晋书》 卷二六 《食货志》，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 第 ７９４ ～ ７９５ 页。
（唐） 房玄龄等： 《晋书》 卷二六 《食货志》，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 第 ７９５ 页。
陈彦良： 《通货紧缩与膨胀的双重肆虐： 魏晋南北朝货币史论》， 新竹： 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４０ 页。



但此时的金属货币已经确立了在流通领域中的主导地位， 这是没有疑

问的。

二　蜀汉：军事优先型经济体系下的货币政策

三国之中， 蜀汉政权铸钱最早， 据 《三国志》 卷三九 《刘巴传》
注引 《零陵先贤传》 记载：

初攻刘璋， 备与士众约： “若事定， 府库百物， 孤无预焉。”
及拔成都， 士众皆舍干戈， 赴诸藏竞取宝物。 军用不足， 备甚忧

之。 巴曰： “易耳， 但当铸直百钱， 平诸物贾， 令吏为官市。” 备

从之， 数月之间， 府库充实。①

这一年是建安十九年 （２１４）， 刘备率军攻打刘璋， 并成功占领成都。
由于面临 “军用不足” 的状况， 刘备听从了刘巴的建议， 铸造了直百

五铢钱， 伴随而来的还有两个货币政策， 一是恢复已经上涨的物价， 二

是任命专门的官吏管理市场。
相比曹魏而言， 蜀汉地区的社会经济没有遭遇大规模的破坏， 这也

成为刘备能够较早地关注货币问题的主要原因。 入主成都之前， 益州地

区已经具备较为稳定的经济基础， 史载 “益州国富民彊， 户口百万，
四部兵马， 所出必具， 宝货无求于外”②。 刘备进围成都之时， “蜀中殷

盛丰乐， 先主置酒大飨士卒， 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 还其谷帛”③。
益州地区自秦汉至三国， 数百年间未经大的战乱， 而且董卓钱的破坏性

对其影响较小， 加之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使经济持续繁荣， 为了适应

市场发展， 统治者铸造钱币当属常理之事。 另外， 依据我们之前的研

究， 刘焉父子曾铸造过一种 “蜀五铢” 钱， 这也说明自汉末以来， 钱

币作为益州地区主要的流通手段， 一直未被中断。 因此， 社会经济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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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三国志》 卷三九 《蜀书·刘巴传》 注引 《零陵先贤传》， 第 ９８２ 页。
《三国志》 卷三七 《蜀书·庞统传》 注引 《九州春秋》， 第 ９５５ 页。
《三国志》 卷三二 《蜀书·先主传》， 第 ８８２ 页。



对稳定使蜀汉领导人最早关注货币问题。
自五铢钱制度确立以来， 整个两汉时期基本上没有发行其他种类

的钱币。 刘备一改两汉五铢钱制度， 选择发行面值为直百的五铢钱，
笔者认为这种新的货币政策应该与蜀汉政权自始至终坚持的 “军事最

优先型经济体系”① 有极为密切之关系。 下面将对这一问题展开具体

论述。
刘备作为蜀汉政权的实际领导人， ２４ 岁即从军， 参加镇压黄巾军

的战斗， 之后十余年更是四处征战。 正是这种与军事、 战争形影不离

的生活经历， 塑造了他 “折而不挠” 的性格， 以及格外重视军事活动

的思想。 建安十三年 （２０８）， 赤壁大战之后， 刘备打出 “汉室再兴”
的大旗， 继续加强军队建设， 《三国志》 卷三五 《蜀书·诸葛亮传》
记载：

曹公败于赤壁， 引军归邺。 先主遂收江南， 以亮为军师中郎

将， 使督零陵、 桂阳、 长沙三郡， 调其赋税， 以充军实。②

刘备 “收江南” 之后， 立即任命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 并将零陵、 桂

阳、 长沙三地的赋税收入调以军用， 可见他对军事的重视程度， 此时的

经济是作为军事的附庸而存在的。
柿沼阳平认为： 诸葛亮在 《隆中对》 中就向刘备提出了统一天下

之策， “他建议刘备要先取交通要冲荆州和经济资源丰富的要害之地

益州， 西和诸戎、 南抚夷越、 外结孙权， 在此基础上 ‘内修政理’，
乘天下有变， 自荆州、 益州出兵打倒曹魏。 这些政策不仅仅是出于重

视军队建设的目的， 而是主张应在 ‘内修政理’ 的基础上伺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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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 这一概念最早由日本学者柿沼阳平提出， 他认为： “所谓蜀

汉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 是指拥有总人口十分之一以上吏卒的蜀汉， 对这些吏卒加

以合理利用， 以计划性军事都市汉中为据点开展远征、 绑架、 屯田三位一体的活动体

系。 该体系是实现增强兵力、 镇抚周边、 显扬国威的以军事为最优先的经济体系。”
参见柿沼阳平 《蜀汉的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 ， 《史学月刊》 ２０１２ 年第 ９ 期， 第

２８ ～ ４１ 页。
《三国志》 卷三五 《蜀书·诸葛亮传》， 第 ９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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